
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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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蒙古文和藏文史料分析考察可以得知：“五色四藩”概念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它的

出现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有关。五色来源于五方佛的颜色，四藩则指主供佛周围的四佛。

青色蒙古的说法起源于蒙古对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五色四藩”概念在蒙古的流行反

映了蒙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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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发现的蒙古文文献中，最早在《十善法白史》①（以下简称《白史》）中第一次提到
了一个历史术语———ｔａｂｕｎｎｇｇｅ　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该术语在此后的蒙古文献中屡见不鲜。在汉
文著述中，它一般被译为“五色四夷”（笔者译为“五色四藩”，理由见下文），被认为意指蒙元帝
国统治的全体民众。
蒙古学界很早有人注意到这一术语并探讨了其所指。但是，所谓的“五色四藩”来源如何？

为什么是“五色”和“四藩”？它指什么？有何文化内涵？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对
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了解蒙藏民族文化交流和交融，也有助于推进蒙古文化史一些领域的
研究，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白史》中的两种“五色四藩”

《白史》一书中提到，忽必烈建立政教四大政治后，“遂向五色四藩大国颁布圣旨曰……”
“在五色四藩大国里，十户长、五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万万户长等，各管辖其兀鲁思
与爱玛”。② 接着，《白史》正文中提到，忽必烈薛禅皇帝向“居中之所有众生之尊大蒙古（ｙｅｋｅ
ｍｏｎｇγｏｌ），东方之莎郎合思（ｓｏｌｏｎｇγｏｓ）与必贴衮（ｂｉｔｅｇüｎ），南方之汉儿（ｋｉｔａｄ）与奇列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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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ｉｙｅｄ），西方之巴勒布（ｂａｌｂｕ）与撒儿塔兀勒（ｓａｒｔａγｕｌ），北方之大食（ｄａｓｉｇ）与吐蕃（ｔüｂｅｄ），
向此五色四藩九大国（ｔａｂｕｎｎｇｇｅ　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　ｙｉｓüｎ　ｙｅｋｅ　ｕｌｕｓ）威严宣布”。① 但是，在《白史》
结尾部分，也即跋文里又如是讲：“长生天的气力里，大福荫的庇护里，成吉思汗的恩泽里，五色
四藩大国，即东方之白色莎郎合思、速而不思（ｓｕｒｂｕｓ），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兀儿土惕
（ｕｒｔｕγｕｄ），西方红色汉儿与南家子（ｎａｎｇｇｉｙａｄ），北方黑色吐蕃与唐兀惕（ｔａｎｇγｕｄ），东北必贴
衮（ｂｉｔｅｇüｎ），东南巴勒布，西南奇列惕，西北大食，中央之四十万青色蒙古与瓦剌（ｔ̌ｃｉｎ　ｔüｍｅｎ
ｋｋｅ　ｍｏｎｇγｏｌ　ｏｙｉｒａｄ　ｋｉｇｅｄ）……”②

这是《白史》对“五色四藩”的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解释。依第一种说法，以大蒙古为中心，以
四面的八大民族为藩属，总称“五色四藩九大国”。再据第二种解释，以青色的蒙古和瓦剌为中
心，四面环绕白、黄、红、黑四色的八大民族，再加上四个偏方的不分颜色的四个民族共称“五色
四藩”。
为什么同一部书里的“五色四藩”如此不一致呢？在第一种说法中，只有中心和周边之别，

不以颜色区分各族，③而各族数的总合为“九大国”，可称之为“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在第
二种说法中，则中心与周边分成五个不同的颜色，民族数从“九大国”变成了“十三国”，以“五色
四藩”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一种说法里，所提到的周边民族的位置与他们同蒙古的
实际地理方位关系有偏差，甚至严重不符。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最初蒙古并无
“五色四藩”的抽象概念，各民族只有中心和周边之分；其次，起初，中心与周边并不以颜色区
分，五色区分法是后人所作，这个现象又反证《白史》是一部较晚成书的编排不同历史时期蒙古
佛教文献的集子；再次，《白史》的“五色四藩”是一个抽象概念，指代多民族，因此被提及的具体
民族、具体方位和具体数字都与现实不符。概言之，“五色四藩”的概念是《白史》作者在某种特
殊文化现象的影响下，将原有的中心与周边之说替换成了“五色四藩”。

《白史》中的第一个“五色四藩”，可以总结为“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而第二个“五色四
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色四藩”概念。查阅藏文资料发现，蒙古人的“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
局”其实来自西藏。这种叙述模式在西藏大概萌芽于《红史》中，在《汉藏史集》中趋于完善，而
其思想根源则是佛教的“器世间”（物质世界）观念。④

佛教经典《阿毗达磨俱舍论》讲，宇宙的中心为须弥山，而须弥山周围有四大洲，四大洲的
两边各有二中洲。这样的宇宙观直接影响了古代西藏人对自己和周边世界的认识，进而在他
们的史学中得到了反映。在藏文史书中，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繁荣景象时，往往以吐蕃为中
心，提及其周边各族（国）。比如，藏文典籍《红史》（１３６３年成书）记载，松赞干布弘扬佛法，委
派吞米桑布扎创造文字，为吐蕃臣民制定“十善法”（ｄｇｅ　ｂａ　ｂｃｕ’ｉ　ｋｈｒｉｍｓ），并划分行政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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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也概括称“五色四藩九大国”，提及五色，但具体内容里并未分五色，可以看出“五色”一词显然是作者用后面的

概念追述的。

蒙古人了解和接受佛教器世间说教是在元代。八思巴喇嘛著《彰所知论》，阐述佛教所说的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器世
间构成，专为元朝皇家子弟讲授。但是，从迄今为止发现的资料来看，该学说并没有影响蒙古人对世界各民族分布的认识。

蒙元时期的蒙古人“认为太阳依次照到的地方即为整个世界”。“具体反映为一种概念性的说法，即从东方日出之地至西方
日落之地为止的区域”（乌兰：《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即
一种世界的线性分布，而不是环形分布。蒙古人的以自己为中心、各民族环绕其周围的世界分布构想不是在《彰所知论》的
启迪下直接形成，而是间接从西藏传入的。



南面的珞与门（ｂｌｏ　ｄａｎｇ　ｍｏｎ）、西面的象雄（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ｎｇ）、北面的突厥（ｈｏｒ）、东面草地居民
（ｒｔｓａ　ｍｉ）和森林居民（ｓｈｉｎｇ　ｍｉ）收归之下”。① 这里虽然没有完美地勾勒出“一个中心四边八
族格局”，但已经有其雏形。其后，《汉藏史集》（１４３４年成书）记载瞻部洲中心和边缘时写道：
“东部有汉地（ｒｇｙａ　ｎａｇ）、契丹（ｋｈｒｉ　ｂｒｔａｎ），南部有印度（ｒｇｙａｇａｒ）、克什米尔（ｋｈａ　ｃｈｅ），西部
有大第（ｓｔａｇ　ｓｄｅ）、食彭（ｇｚｉｇ’ｐｈａｎ），北部有冲木（ｋｈｒｏｍ）、格萨尔（ｇｅ　ｓａｒ），中心为雪山环绕
之吐蕃，共九个部分。”②再到后来，《贤者喜宴》（１５６４年成书）记载：松赞干布时期，“自东方汉
地（ｒｇｙａ）及木雅（ｍｉ　ｎｙａｇ）获得工艺及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ｄｋａｒ　ｐｏ’ｉ　ｒｇｙａｇａｒ）翻译了诸
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ｓｏｇ　ｐｏ）、泥婆罗（ｂａｌ　ｐｏ），打开了享有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
（ｈｏｒ）、回纥（ｙｕ　ｇｕｒ）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此时，“东方之咱米（ｒｔｓａ　ｍｉ）、兴米（ｓｈｉｎｇ
ｍｉ），③南方之珞（ｋｌｏ）与门（ｍｏｎ），西方之象雄（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ｎｇ）及突厥（ｇｒｕ　ｇｕ），北方之霍尔
（ｈｏｒ）及回纥（ｙｕ　ｇｕｒ）等均被收为属民”。④

如果我们注意考察《白史》所载蒙古周围的八大民族，就会发现，其中的“必贴衮”、“奇列
惕”、“大食”等民族在蒙元时期或并不知名，或未曾与蒙古接触过。德国学者萨迦斯特将“必贴
衮”比对为蒙古乃蛮部或汉语的“北狄”，而将“奇列惕”视为克列亦惕部，⑤但没有文献根据。
另外，被提及的 “大食”，在汉语里指唐宋时期的阿拉伯人国家及伊朗语地区穆斯林。在藏文
文献中经常提到大食（Ｔａ　ｚｉｇ，Ｓｔａｇ　ｇｚｉｇ），指的是吐蕃时期的阿拉伯人。蒙古帝国虽西征阿拉
伯、波斯地区，但当时那里的穆斯林不再被称为大食，因此蒙元时期的蒙古人一般用“撒儿塔兀
勒”（ｓａｒｔａｈｕｌ）称呼这里的穆斯林，⑥而未曾用过ｄａｈｉｇ（大食）之称。如此看来，《白史》所讲的
蒙古周边民族，只是模仿藏文史籍记载，在中心周围每一方配齐两个民族，以此凑“九大国”
之数。
我们注意到，《白史》作者将蒙古及其周围的诸民族称为“五色四藩”，但并不标注颜色，只

在跋文里将各民族的颜色加以指明。从中不难看出，蒙古史家首先从藏文史籍里引入了“一个
中心四边八族格局”的记载模式，而后又根据作者生活时代的佛教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将其加以
发展，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五色四藩”。其中所谓特殊现象，就是十六世纪在蒙古传播的密宗
曼陀罗文化，对这个问题下文将做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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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陈庆英前引文所译“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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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畏吾体蒙古文碑文“移相哥石碑”中称，成吉思汗远征“ｓａｒｔａｈｕｌ　ｉｒｇｅｎ（萨儿塔兀勒百姓）”（道布整理、转写、

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页影印件），指的是远征花剌子模。但Ｓａｒｔａｈｕｌ不是花剌子模
的蒙古语专名，而是泛指穆斯林。《元朝秘史》对ｓａｒｔａｈｕｌ的旁译为“回回”（四部丛刊三编本，第１１节）。还有，元代西宁王
忻都碑中有ｓａｒｔａｑ̌ｃｉｎ　ａｙａｎ一词，仍指成吉思汗对穆斯林地区的西征（参见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第３４８页影印件第６行）。



二、十七世纪以降蒙古文献对“五色四藩”的解说

到清代，蒙古史家们对“五色国”、“五色四藩”等概念已不很了解，于是按各自的理解，根据
各自的历史知识，诠释“五色四藩”，因此产生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里就几部重要
文献的说法进行简单介绍。
佚名《俺答汗传》（１６１１年）、佚名《黄金史》（十七世纪初）、萨冈彻辰《蒙古源流》（１６６２年）、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１６７９年）等蒙古文史书只提到“五色国”这个术语，但未做进一步解释。
对“五色四藩”的诠释，似始于佚名《大黄史》（十七世纪中叶）。该书记载：“吐蕃金座王有

十个儿子，其年长五子未给其年幼五弟分家产，故其年幼五子出走，成为五色国。孛儿帖赤那
成为青色蒙古氏，另一子成为白色莎郎合惕（氏），另一子成为黄色撒儿塔兀勒（氏），另一子成
为红色汉儿（氏），另一子则成为黑色唐兀惕（氏）。所谓四藩，即此五（氏）之四为另一（氏）
之藩。”①

罗藏丹津《黄金史》（十八世纪初）载：“在蒙古，福荫具足的圣成吉思汗征服五色大国。南
方汉儿之阿骨打金（朝）汗，西方吐蕃之失都儿忽汗，北方撒儿塔兀勒之速勒坦汗与篾力，东方
莎郎合惕之不合察罕汗，是为四方之四藩。”②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１７２５年）载：“所谓五色五（四之误———本文作者）夷③者，有史书中
称，青色蒙古、红色汉儿、黑色吐蕃、黄色撒儿塔兀勒、白色莎郎合惕云云。此为五色。因语出
蒙古，故其余四（色）为（蒙古之）外夷。亦有书云五色如前，而四夷者谓独脚人樽地国、女儿国、
胸目人国、狗头国也。此等虽为书中所载，但彼等百姓皆为归化圣人文化之官人，何故如此以
色区分、以夷称之，仍不明白。”④

答哩麻固什《金轮千辐》（１７３９年）记载：“圣成吉思汗承天奉运占据瞻部洲东方十二汗之
国，建立九行省、五色四夷：中央为七十二爱玛四十余万蒙古中央大省；东方诸爱玛百姓为白色
莎郎合思、奇鲁科惕二行省；南方诸爱玛兀鲁思为红色汉儿、必贴古惕二行省；西方诸爱玛兀鲁
思为黑色唐兀惕、大食二行省；北方诸爱玛兀鲁思为黄色撒儿塔兀勒、土客木黑（即托克马
克———本文作者）二行省，合而九行省。五色即此五色。……四夷者，有人云，外行省之四色兀
鲁思须向中央兀鲁思纳贡，接受其文教、谕旨、律令，外来而内奉文法，故称之为外夷；有人云，
（成吉思汗）赐予四弟及四子以忽必（家产———本文作者），下旨令彼等自理其国，故称之为内四
藩；亦有人云，独脚国、女儿国、胸目人国或无头人国、狗头国或人妇狗夫国，抑或骑兔子大小马
之胳膊大小人国，彼等为异类人种，非亲情之国，故称之为外夷，云云。”⑤

喇什朋楚克《水晶念珠》（１７７５年）载：“圣成吉思汗之五色者，中央大国为青色，东方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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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布扎布理解该词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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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黑色，北方为黄色，此五部之纛旗颜色皆随各自之色。四夷者，东方之
白色莎郎合思国，南方之红色汉儿国，西方之黑色唐兀惕国，北方之撒儿塔兀勒国。亦有作（成
吉思汗）四弟之封国为内四藩者。”①

噶勒丹在《宝贝念珠》（１８４１年）中记载：“五色为青色蒙古，红色汉儿，黑色吐蕃，黄色撒儿
塔兀勒，白色莎郎合思。四夷为水夫女儿、东省、胸目、狗头四者。”②

津巴多尔济《水晶鉴》（１８４９年）载：“从成吉思汗到这位薛禅皇帝所征服的国家有：青色蒙
古四百万余户、红色汉儿、黑色吐蕃、黄色萨儿塔兀勒、白色莎郎合思等五色国和狗头、胸目、乌
萨、准噶尔卒客迪等四夷，以及道貌、服饰各异的人类七十二种。”③

可见，十八世纪以降，蒙古人对“五色四藩”这个术语越来越生疏了，但他们都试图做阐释。

对“五色”的解释各家虽有一定分歧，但基本遵循了《白史》的说法，即以青色蒙古为中心，四周
分布白色莎郎合思（即高丽）、红色汉儿、黄色撒儿塔兀勒（即回回）和黑色吐蕃。但是各家对
“四藩”的解释比较不一致，将蒙古语的ｑａｒｉ一词或理解为“藩属”，或理解为“外夷”，由此产生
了三种说法：一是周边四色为中央青色之藩或夷之说；二是成吉思汗四子与四弟之兀鲁思为四
藩之说；三为形态各异的独脚人国等外夷说。关于第三种说法，乔吉认为，这是清代蒙古文人
利用元代周致中所著《异域志》等汉文文献中的各种离奇古怪的远方人类记载的结果。④ 鉴于
以上史书大部分出自僧人之手的事实，第三种说法的最初史料来源更有可能是《汉藏史集》。⑤

三、蒙古史家与中外学者对“五色四藩”术语起源的解释

根据以上介绍，所谓的“五色四藩”泛指蒙古统治下的诸民族和人民，这是显而易见的。但
是，蒙古人为什么造出这样一个新术语来指代他们呢？它的来历和文化意趣又是什么呢？它
说明了什么问题？

清代蒙古文人史家曾试图对此术语的渊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衮布扎布在《恒河之流》一书中首先解释“五色四藩”，根据成吉思汗问道于长春真人和窝

阔台可罕与薛禅皇帝以降蒙古统治者奉行汉法之史实，认为“五色似指以宫商角徵羽五行涵盖
五个种姓的中部诸国家与百姓，而四夷则位于中国四周、纳贡受封的诸外国之总称，汉语现有
之‘四夷’之蒙古语译语”。⑥ 衮布扎布是将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译成“四夷”的始作俑者。

答哩麻固什在他的《金轮千辐》中解释五色时写道：“物质存在之道在于五行，故概括于空、

风、火、水、土之本质而命名者。”对于“四夷”，则引述了历史上不同的说法，未提出己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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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蒙古莫尔根庙（今包头市梅力更庙）葛根（活佛）罗布藏丹毕坚赞在其《黄金史》（十
八世纪中叶）中对“五色四藩”做了如下注释：“五性者，仁义礼智信，称之谓‘五色四夷（作者仍
把ｑａｒｉ一词理解为外夷———本文作者）’。大而言之，为宇宙之成规。小而言之，个体之属性。
就朝政而言，是文韬武略之学，对教法而言，经与陀罗尼（即显宗与密宗———本文作者）之学。
为何称之为‘五色四夷’？仁者，柔性，木行；义者，刚性，金行；礼者，热性，火行；智者，寒性，水
行。刚柔相对，寒热相对，仁义相称，礼智相称，形成阴阳，故为‘四夷’。信者，土性，普遍无分
别，非夷，无夷，非众，非一。与之（即‘四夷’———本文作者）相合，故为‘五色’。禁杀生者，谓
仁。不予不取，谓义。不邪淫，谓礼。忌醉酒，谓智。不妄语，谓信。仁者，平等性智。义者，成
所作智。礼者，大圆镜智。智者，妙观察智。信者，法界体性智。此等亦可谓经与陀罗尼
之学。”①

噶勒丹在《宝贝念珠》中解释蒙古为什么是青色蒙古时写道：“称青色者，因为成吉思汗为
青色金刚持之化身，故有青色蒙古之名。”②

前两种意见，或着眼于中原的“五音”和“五行”，或根据中原政治文化中的“中华”与“四夷”
之别，虽然勉强与“五色四夷”的“五”和“四”两个数字相对应，但缺乏根据，过于牵强，不能令人
信服。但是，莫尔根活佛的见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他把儒家的“五常”和“五行”及
佛教的“五恶”、“五毒”和“五智”联系起来解释“五色”，并根据“五行说”中土为中性而且居中的
说法，解释“四夷”为土行以外的四行，因此，在莫尔根活佛看来，“五色四夷”实际上就是“五
行”，也是“五智”。他还认为，这在政治上体现了刚柔结合的文武二道，而在教法方面则体现了
咒（陀罗尼）与经相结合的显密二宗。而噶勒丹虽然仅仅对蒙古以青色自居的原因做出解释，
而不涉及其他四色，但此说仍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笔者对此问题的观察研究，莫尔根活佛和噶
勒丹见解的一些方面可以说一针见血，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五色四藩”的来源和内涵。
那么，当代学者们是怎么理解“五色四藩”的呢？

１９５７年，苏联学者沙斯季娜在注释《大黄史》时讲到，蒙古人的五色可能和他们所掌握的
亚洲各民族实际生活的民俗学知识相关。比如，称高丽为白色，是因为高丽人穿白色衣服；称
吐蕃为黑色，是因为他们住在黑色帐篷里；萨尔塔兀勒（回回）成为黄色，可能是因为他们住在
黄色的土房子里；蒙古青色是因为他们全民信仰萨满教，奉长生天为最高神的缘故；汉人为什
么是红色，不得而知。至于想象中的四夷，则是来自中亚、波斯和北亚的故事和传说。总之，这
是关于构成中世纪蒙古帝国各民族的民俗学简称。③ 可见，沙斯季娜止于对“五色四藩”的表
面理解和牵强解释。

１９７６年，萨噶斯特在《白史》中提出了另外两个可能性。他认为，《白史》提到的“五色四
藩”形成了一个圆圈，即一个政治坛城，和佛教的宗教坛城一样，中心和四个主要部分各有一个
颜色。他认为，佛教的坛城以须弥山为中心，周围四方有四色四洲，而《白史》的政治坛城与此
一样，以蒙古为中心，形成了五色民族。④ 接着，萨噶斯特还根据蒙古的“九大国”、“五色”和
“十二恶汗”一类的记载，认为“五色四藩”的概念也不能排除另有来源，那就是汉地的影响。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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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斯特为此举了中国古代帝王尧将其国分为十二部分，其继承者舜将其国分为九州，以及内地
的五方五色说等例子。必须指出，萨噶斯特把“五色四藩”和佛教的坛城联系起来考虑，完全是
一个新思路。但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器世间”理论即宇宙形成说和密宗的坛城理论虽然有
内在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不能混淆。
此外，在解释蒙古为什么是青色时，萨噶斯特受到噶勒丹《宝贝念珠》的启发，认为，这与成

吉思汗为金刚持菩萨化身说可能有关。① 如后文将论述，这是可信的。遗憾的是，萨噶斯特对
此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述。
珠荣嘎译注出版蒙古文《俺答汗传》，其中对“五色”的解释如下：“其实，五色国之‘五色’，

来自佛教的‘五方色’，即东方黄，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五色国即东、南、西、北、中，
指居中的青蒙古（ｈｈｅ　Ｍｏｎｇｇｏｌ）及其周邻地区。五色（ｔａｂｕｎｎｇｇｅ）又与四异邦（ｄｒｂｅｎ
ｈａｒｉ）连用，汉译‘五色四夷’，即五色国的异称。”②珠荣嘎虽说五色“来自佛教的‘五方色’”，但
他列出的色和方位却与佛教五方佛不一致。
贺希格陶克陶在《“五色四夷”考》一文中认为，“五色四夷”就是元朝统治下的蒙、汉、藏、朝

（指高丽）和回回等五个大民族（五色）以及其他欧亚众多的弱小民族或部落（四夷），其中的有
些部落当时也许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所谓的“女儿国”可能指那些还处于母系社制社会的氏
族。至于“五色四夷”一词的产生，贺希格陶克陶认为：“它可能是以蒙古人的民族学观念为基
础，吸取汉民族‘五方’、‘五色’说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总称元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和地区的
代名词。”③

四、“五色四藩”的由来和文化含义

那么，“五色四藩”的由来和文化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莫尔根活佛用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
结合起来解释“五色四藩”。他指出，“禁杀生者，谓仁。不予不取，谓义。不邪淫，谓礼。忌醉
酒，谓智。不妄语，谓信。仁者，平等性智。义者，成所作智。礼者，大圆镜智。智者，妙观察
智。信者，法界体性智”。④ 从根本上讲，莫尔根活佛是用佛教“五智”来解释五色的，而仁义礼
智信则是用儒家学说的概念阐释“五智”的本质。在莫尔根活佛提到的杀生、偷盗、淫邪、妄语、
饮酒是指佛教所言“五恶”，而这“五恶”正是佛教所说“五毒”所致。“五毒”即贪、嗔、痴、慢、疑。
佛教为了使人类弃恶从善，劝人类要戒五恶，化五毒。在佛教中于是乎出现了化“五毒”为“五
智”的“五方佛”。“五智”就是莫尔根活佛提到的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和法
界体性智，它们本质上也就是“五方佛”。因此，归根到底，莫尔根活佛注释的落脚点就是在“五
方佛”上面。
那么，“五方佛”是什么概念？五方佛与佛教密宗关系密切。密宗，或作密教、密法、密续、

续部、密咒、密乘、陀罗尼等等，梵文为ｇｕｈｙａ－ｙāｎａ，藏文为ｇｓａｎｇ　ｓｎｇａｓ（秘密真言）或ｒｇｙｕｄ
（续）。一般认为，佛教密教思想体系形成于公元七世纪的印度，其标志为《大日经》和《金刚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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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成立。八至九世纪时，密教形成，并在印度南部、东部和德干高原流行，形成了金刚乘、易
行乘等分支，十一世纪又出现了时轮乘。金刚乘密教以《金刚顶经》为中心，属于左道密教（而
右道密教则以《大日经》为核心），包括四部密续，即事部密续、行部密续、瑜伽部密续和无上瑜
伽部密续。从七世纪以后，印度密教直接传入西藏，被称作“藏密”。

藏密以密宗的金刚乘为主流，而“五方佛”（梵文：Ｐａｎｃａｋｕｌａ，藏文：Ｒｉｇｓ　ｌｎｇａ）正是金刚乘
教法的核心。《金刚顶经》的中心为“五佛显五智说”。五佛指的是：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阿
閦佛（不动佛）、宝生如来、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五佛有各自的方位、颜色、种子符号、动物宝
座、明妃和菩萨等眷属、手印和象征物。① 现将金刚乘的五方、五色、五毒、五智与五佛的配置
列一简表：

方位 五色 五毒 五智 五佛 五部

中 蓝 嗔 大圆镜智 阿閦佛 金刚部

东 白 痴 法界体性智 毗卢遮那佛 佛部

南 黄 慢 平等性智 宝生佛 宝部

西 红 贪 妙观察智 阿弥陀佛 莲花部

北 绿（黑） 疑 成所作智 不空成就佛 羯磨部

　　五佛的颜色与“五毒”相应，白色将“痴毒”嬗变为法界体性智，蓝色将“嗔毒”嬗变为“大圆
镜智”，黄色将“慢毒”嬗变为“平等性智”，红色将“贪毒”嬗变为“妙观察智”，而绿色将“疑毒”嬗
变为“成所作智”。

藏传佛教密宗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严格的修行仪轨和次第。在修法时，要建坛城，配置
诸佛菩萨神像。坛城，梵文为ｍａｎｄａｌａ，又音译为曼陀罗或曼荼罗。ｍａｎｄａ的意思是“本质”，

也即佛陀正觉的本质，ｌａ意为“聚集”，也即取得，因此曼陀罗就是取得此本质者。② 曼陀罗的
宗教含义非常复杂，它是佛教宇宙观的体现，象征着宇宙结构，也是诸佛菩萨及眷属众神聚集
处的模型。比如五方佛坛城，就是五方佛的空间表现。在五方佛的坛城中，主供的佛居于坛城
中央，其余四佛居于周围的四方。因为各佛都有固定的颜色，五方佛的坛城就显现出五色：一
色居中，其余四色环绕四方。居中的佛成为主供佛，而四周的四佛则成为主供佛的藩属。

我们再回到讨论的主题上来。蒙古人的“五色四藩”说法显然是源于五方佛的坛城。在西
藏文化的启迪下，蒙古文人先有以本民族为中心的“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的世界想象，并在
佛教密宗坛城（曼陀罗）文化影响下，又为中心和四面加上了五方佛的五色。“五色四藩”的“四
藩”，并非指五色以外的其他民族，而是表达相对中心的四周，也就是青色蒙古和周边的其他四
色所代表的众多民族！正因为如此，《大黄史》的作者说：“所谓四夷者，此五（色）之一为其他四
色之夷也。”③其实应该说，此五色之四为其另一色之藩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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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蒙古史家和当代蒙古学界一直以来对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的理解不准
确，因而对其汉译亦不恰当。Ｑａｒｉ一词，在《元朝秘史》中译写为“合里”，其旁译有两次作
“邦”，两次作“外邦”，还有两次作“部落”。① 在元末蒙古文碑中，ｑａｒｉ指藩国和藩王领地。比
如国舅弘吉剌部鲁王的领地就被称作ｌａｕ　ｑａｒｉ（鲁藩），②而伊利汗国等元朝藩属国家也被称为

ｑａｒｉ（藩，复数形式为ｑａｒｉｓ）。蒙古文献中，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和四个儿子的兀鲁思也被称为

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四邦）。可见，ｑａｒｉ不是外夷，而是外藩。在五佛坛城中，五佛五色，居于中心的是
主供佛，而外围的四佛是“藩属”，可知ｔａｂｕｎｎｇｇｅ　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这样的表述来自坛城中的五佛
关系，ｄｒｂｅｎ　ｑａｒｉ应该译为“四藩”，而不是“四夷”。

五、青色蒙古的由来

接下来，谈谈“五色”与各民族的关系，尤其是青色与蒙古的关系。
在“五色四藩”中，蒙古被称作“青色蒙古”，在五色中居中，被奉为中心，蒙古文献津津乐道

“Ｋüｄｅｌｋü－ｙｉｎ　ｄｅｇｅｄüｋｋｅ　ｍｏｎｇγｏｌ”，即“众生之尊青色蒙古”。
众所周知，蒙古本来尚白，历史以来白色才是她的代表颜色。比如：成吉思汗建国时，树九

斿白纛；元朝时贺正拜天，君臣皆衣白裘；正月称“白月”，善、福、顺、吉皆言“白”，衣食住行无不
以白为上。但是，有朝一日，尚白的蒙古突然呼作青色蒙古，虽然一切吉祥仍以白色表示。现
在对此现象的普遍解释为，蒙古人历史上信仰萨满教，而萨满教的最高神为长生天，天蓝色，故
有其俗。这完全是附会之词。蒙元时期的蒙古人信仰长生天，但那时的蒙古绝无尚青之俗，更
无青色蒙古之说。
青色蒙古之说，与“五色四藩”之说同时出现。蒙古变成青色蒙古，仍与五方佛有关。
如前所述，“藏密”以佛教密宗金刚乘为主流，而金刚乘四部中，无上瑜伽部的密续在西藏

更加盛行，它是从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直接传入西藏的。因此，从西藏传入蒙古的佛教同样以
无上瑜伽部为主流。该部以不动佛———东方的寂静尊———为中心。在坛城中，不动佛被移至
中央，而毗卢遮那则移至东部。据前人研究，这样的坛城在论典中常有描述，却并不常以图画
的形式出现，人们见到的坛城中，画在中央的并非不动佛，而是喜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和
时轮金刚以及其他威猛的本尊，他们都被视为不动佛的化现，③因此也都是青色。于是，这些
坛城的中心就成为青色。这是蒙古人五色观念中青色居中的直接原因。
蒙古成为青色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则与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对成吉思汗的神格化有关。

当时，藏传佛教上层给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薛禅皇帝赋予了新的宗教角色，即认为成吉思汗是金
刚手菩萨化身，而薛禅皇帝则是文殊菩萨的化身。④ 因为西藏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
的化身，所以他们成为了藏传佛教三怙主的化身了。其中，金刚手菩萨是金刚部的部主，他的
图像为蓝色身，在坛城中也是以蓝色表现的。
蒙古语的“Ｋüｄｅｌｋü－ｙｉｎ　ｄｅｇｅｄüｋｋｅ　ｍｏｎｇγｏｌ”，其词面意思为“行动者之至尊青色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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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动名词Ｋüｄｅｌｋü的本意为“动、行动、活动”，此处指所有能够行动的生命，也就是佛教
所言“六种众生”，因而指宇宙所有生灵。该说法的含义是，蒙古人为世界之主宰者，就像不动
佛及其化现为坛城之主尊。
蒙古以青色居中后，按照五方佛在曼陀罗中的顺序安排各族，东白，南黄，西红，北黑（绿），

相应的民族分别为白色高丽、黄色回回、红色汉儿、黑色吐蕃。这个分布与这些民族的实际地
理位置无关。蒙古人本来没有以颜色区分各民族的文化，只有以黑色表示敌对民族。① 可见，
蒙古以五色指代五族的做法，是源于五方佛的颜色，而非本土之俗。
我们看看美岱召的壁画就会明白，金刚部曼陀罗在当时蒙古人中多么流行。美岱召佛殿

顶部和立柱的彩绘以及经堂顶部的彩绘是十六世纪末建寺时所绘画的。这里有大量的金刚部
威猛本尊的曼陀罗，比如金刚手、喜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各种蓝色身愤怒尊的曼陀罗。
这些曼陀罗的中央为蓝色（青色），表示不动佛及其显现，下方为白色，表示东方的毗卢遮那佛，
按顺时针方向分别为黄色（宝生佛）、红色（阿弥陀佛）、绿色（代替黑色，代表不空成就佛）。②

此外，根据笔者的考察，在西藏各地五色经幡随处可见，形如帐篷，而其颜色从上往下依次
为青白红绿黄。还有藏族人家屋顶上的小经幡，形如五色旗，也是从上往下依次为青白红绿
黄。佛教盛行的时候，蒙古地方一定也是这样，只是如今佛教文化几近泯灭，所以每个人对这
些已很生疏了，但在新疆、内蒙古的蒙古族寺庙和敖包上仍能见到西藏式的五色经幡。见到此
情景，很容易联想到“Ｋüｄｅｌｋü－ｙｉｎ　ｄｅｇｅｄüｋｋｅ　ｍｏｎｇγｏｌ”（“众生之尊青色蒙古”）这句话的
来历。

六、“五色四藩”出现的时间及其根据

“五色四藩”概念始见于《白史》。但是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目前仍存分歧，有元代说和十
六世纪后半叶说。
蒙元时期蒙古中并无“五色四藩”之说，也没有以青白红绿（黑）黄五色表示吉祥的习俗。

蒙元时期中外游记、使节报告以及《蒙古秘史》为首的蒙、汉、藏、波斯、阿拉伯等诸文献对此只
字未提。我们认为，该说法只有可能在《白史》成书的前夜才形成。前文提及，其实《白史》的
“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本身就是来自十五世纪以后的藏文典籍中。这个事实反过来可以说
明，《白史》就是十六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时期成书。对此，我们可以据《俺答
汗传》（Ｅｒｄｅｎｉ　ｔｕｎｕｍａｌ　ｎｅｒｅｔüｓｕｄｕｒ　ｏｒｕｓｉｂａｉ）③提出以下几方面的佐证。

１．俺答汗皈依佛教后吉祥五色观念在蒙古非常流行。藏传佛教的再次传入蒙古，与土默
特蒙古俺答汗密切相关。蒙古文《俺答汗传》成书于１６０７－１６１１年间，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
蒙古几乎同时，对俺答汗及其周围重要人物和事件有详实而可靠的记载。在这本传记中，可以
窥见五色观念在当时蒙古流行的情形。首先，“五色”的记载充斥着该传记。比如，说成吉思汗
征服“五色国”（１ａ）；俺答汗征明时，从身上发出了“五色之光”（１１ａ）；说忽必烈皇帝延请八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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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如蒙古文《俺答汗传》中多次出现俺答汗出征ｑａｒ－ａ　ｋｉｔａｄ（直译为黑色的汉人）的记载，但ｑａｒ－ａ并非特指汉人，只
表示敌对、厌恶。比如，还有ｑａｒ－ａ　ｔａｎｇγｕｄ（黑色的唐古特）的说法，本来是指敌对的西夏党项人，后指藏族，是因为以

ｔａｎｇγｕｄ呼作藏人的关系。

参见张海斌主编：《美岱召壁画与彩绘》，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参见佛殿顶部和立柱的彩绘以及经堂顶部的彩绘。

以下所引皆来自该书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藏手抄本，在文中夹注页码。



喇嘛，在“尊贵的五色国”弘扬佛法（２１ｂ）；俺答汗及其钟根夫人为首的“五色国”，在仰华寺拜
见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２７ｂ）；在仰华寺，“五色国”献上多不可数的牛羊马驼为布施
（２８ｂ）；为新造释迦牟尼佛像开光时，出现了“五色彩虹”（３６ｂ）；“五色国”向为俺答汗做超度佛
事的喇嘛们献上了无数布施（３８ｂ）；四世达赖喇嘛到西藏受戒时，“出现五色彩虹，龙声作响，

大地震动”（５１ａ），等等。

２．五色观念来自俺答汗皈依的佛教密宗金刚乘。根据《俺答汗传》中关于俺答汗皈依佛教
和他去世后火化安葬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蒙古人的五色观念与金刚乘及其五佛
的关系。该传记载，俺答汗拜见索南嘉措后请教，佛教经典极多，有无获得佛果之捷径？索南
嘉措回答：获得佛果的捷径就是密教金刚乘。俺答汗又问：八思巴喇嘛授我祖先薛禅皇帝的喜
金刚灌顶为何？喇嘛回答：此乃无比金刚乘灌顶。于是，俺答汗及其夫人和蒙古贵胄都接受了
索南嘉措所授喜金刚灌顶，皈依了金刚乘佛教（３２ａ－３２ｂ）。

该传还记载，俺答汗去世后，土默特蒙古将其土葬。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来土默特后，按照
佛教习俗，将其遗骸重新火化后进行塔葬。《俺答汗传》中记载，进行火化时，天空变得晴朗无
垢，出现五色彩虹，降下花雨，空中显现五善逝即五方佛种子字。在把骨灰取出时，出现了寂静
和愤怒诸佛及观世音菩萨的种子字，还有五方佛的种子字，即大日如来的ｏｍ字、阿閦佛的ｈūｍ
字、宝生佛的ｔｒａｍ字、阿弥陀佛的ｈｒīｈ字、不空佛的āｈ字，犹如五色珍珠连成的念珠，然后“五
色国”把出现的五色舍利分取并供养。最后将俺答汗骨灰安置在大昭寺西厢的“青色宫殿里”，
并请金刚手化身济咙呼图克图为之开光（４４ｂ－４５ａ）。

这些记载的内容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它表明，当时蒙古人的五色观念毫无疑问与五方佛
有关。

３．俺答汗的都城与安放他灵塔的宫殿之颜色与五色观念有关。俺答汗以忽必烈转世自
居，“仿照失陷的大都”建造都城（１９ａ），梦想在八思巴喇嘛转世三世达赖喇嘛的帮助下，实现成
为蒙古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理想。但他没有将新建的都城命名为大都，而称之为呼和
浩特，即青城。在金刚乘无上瑜伽部信仰的背景下，当时蒙古以青色蒙古自居，居于五色民族
之中心，所以俺答汗的都城理所当然是青色都城，而不可能是其他颜色的城。俺答汗去世后，

土默特蒙古建造青色的宫殿作为他身后的居所，请金刚手化身为其开光（４５ａ），这也是令俺答
汗遗骨居于青色金刚城之意。此等种种现象显示，“五色”观念和尚青习俗始于俺答汗时期。

４．蒙古历法中的五色始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蒙古历法，一直以来使用十二生肖历
法。① 但是，据《俺答汗传》记载，十七世纪初，蒙古纪年已趋于多样化，变得相当复杂了：

《俺答汗传》中的纪年 汉地纪年（公元） 《俺答汗传》的页码

ｕｌａγａｎ　ｂａｒｓｊｉｌ红虎年 丙寅（１５０６） ４ａ

γａｌ　ｑｕｔｕγｔｕ　ｅｍ－ｅ　ｔａｏｌａｉ　ｊｉｌ吉祥火母兔年 丁卯（１５０７） ４ａ

ｃ̌ａγａ　ｍｏｒｉｎ　ｊｉｌ白马年 庚午（１５１０） ５ａ

ｔａｕｌａｉ　ｊｉｌ兔年 己卯（１５１９） 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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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可参考《元朝秘史》、元代各种蒙古文碑文、《黑鞑靼事略》、《夷俗记》以及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等相关
资料。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释读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时，曾将一残片上的某词复原为ｕｌａγａｎ，因为其后面的词为 ｍｏγａｉ
（蛇），故推测为“红蛇年”。现在看来，这样推测缺乏依据，因为在整个元代都未见过蒙古人用五色纪年法的例子。参见吉田
顺一、齐木德道尔吉编：《黑城出土文书研究》（日汉合璧），雄山阁，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２页，图片Ｎｏ．０８３。



ｂｅ̌ｃｉｎ　ｊｉｌ猴年 甲申（１５２４） ５ｂ

ｑａｒ－ａ　ｌｕｕ　ｊｉｌ黑龙年 壬辰（１５３２） ６ａ

ｑａｒ－ａ　ｍｏγａｉ　ｊｉｌ黑蛇年 癸巳（１５３３） ６ｂ

ｍｏγａｉ　ｊｉｌ蛇年 癸巳（１５３３） ６ｂ

ｋｋｅ　ｍｏｒｉｎ　ｊｉｌ青马年 甲午（１５３４） ６ｂ

ｋｋｅ　ｑｏｎｉｎ　ｊｉｌ青羊年 乙未（１５３５） ６ｂ

ｕｌａγａｎ　ｔａｋｉｙ－ａｊｉｌ红鸡年 丁酉（１５３７） ７ａ

ｓｉｒ－ａ　ｎｏｑａｉ　ｊｉｌ黄狗年 戊戌（１５３８） ７ａ

ｎｏｑａｉ　ｊｉｌ狗年 戊戌（１５３８） ７ａ

ｃ̌ａγａ　ｕｋｅｒ　ｊｉｌ白牛年 辛丑（１５４１） ７ｂ

ｑａｒ－ａ　ｂａｒｓ　ｊｉｌ黑虎年 壬寅（１５４２） ８ｂ

ｋｋｅ　ｌｕｕ　ｊｉｌ青龙年 甲辰（１５４４） ９ｂ

ｋｋｅ　ｍｏｒｉｎ　ｊｉｌ青马年（误，应为青蛇年） 乙巳（１５４５） ９ｂ

ｃ̌ａγａγａｑａｉ　ｊｉｌ白猪年 辛亥（１５５１） ９ｂ

ｕｌａγａｎ　ｍｏγａｉ　ｊｉｌ红蛇年 丁巳（１５５７） １１ａ

ｍｏｒｉｎ　ｊｉｌ马年 戊午（１５５８） １１ａ

ｓｉｒ－ａ　ｌｕｕ　ｊｉｌ黄龙年 戊辰（１５６８） １２ｂ

ｔｅｍüｒ　ｑｕｔｕγｔｕ　ｅｒｅ　ｍｏｒｉｎ　ｊｉｌ吉祥铁公马年 庚午（１５７０） １３ｂ

ｃ̌ａγａｑｏｎｉｎ　ｊｉｌ白羊年 辛未（１５７１） １５ｂ

ｃ̌ａγａｑｏｎｉｎ　ｊｉｌ白羊年 辛未（１５７１） １６ｂ

ｅｍ－ｅ̌ｃａγａｑｏｎｉｎ　ｊｉｌ公白羊年 辛未（１５７１） １７ａ

ｕｓｕｎ　ｂｅ̌ｃｉｎ　ｊｉｌ水猴年 壬申（１５７２） １９ａ

ｋｋｅ　ｎｏｑａｉ　ｊｉｌ青狗年 甲戌（１５７４） ２１ａ

ｑｕｌｕγａｎ－ａｊｉｌ鼠年 丙子（１５７６） ２３ａ

ｕｌａγａｎ　ｑｕｌｕγａｎ－ａｊｉｌ红鼠年 丙子（１５７６） ２３ａ

ｕｕ　ｂａｒｓ　ｊｉｌ戊虎年 戊寅（１５７８） ２７ａ

ｃ̌ａγａ　ｌｕｕ　ｊｉｌ白龙年 庚辰（１５８０） ３５ａ

ｃ̌ａγａ　ｍｏγａｉ　ｊｉｌ白蛇年 辛巳（１５８１） ３７ａ

ｑａｒａ　ｍｏｒｉｎ　ｊｉｌ黑马年 壬午（１５８２） ４０ａ

γａｌ　ｑｕｔｕγｔｕ　ｎｏｑａｉ　ｊｉｌ吉祥火狗年 丙戌（１５８６） ４２ｂ

ｋｋｅ　ｔａｋｉｙ－ａｊｉｌ青鸡年 乙酉（１５８５） ４３ａ

γａｑａｉ　ｊｉｌ猪年 丁亥（１５８７） ４４ａ

ｑｕｌｕγａｎ－ａｊｉｌ鼠年 戊子（１５８８） ４５ｂ

ｓｉｒ－ａ　ｎｏｑａｉ　ｊｉｌ黄狗年（误，应为黄牛年） 己丑（１５８９） ４６ａ

ｂａｒｓ　ｊｉｌ虎年 庚寅（１５９０） ４６ａ

ｃ̌ａγａ　ｔａｕｌａｉ　ｊｉｌ白兔年 辛卯（１５９１） ４６ｂ

ｑａｒ－ａ　ｌｕｕ　ｊｉｌ黑龙年 壬辰（１５９２） ４６ｂ

ｑａｒ－ａ　ｍｏγａｉ　ｊｉｌ黑蛇年 癸巳（１５９３） ４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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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ｒ－ａ　ｌｕｕ　ｊｉｌ黑龙年 壬辰（１５９２） ４８ｂ

ｃ̌ａγａｑｕｌｕγａｎ－ａ白鼠年 庚子（１６００） ４８ｂ

ｑａｒ－ａ　ｂａｒｓ　ｊｉｌ黑虎年 壬寅（１６０２） ５０ｂ

ｕｓｕｎ　ｔａｕｌａｉ　ｊｉｌ水兔年 癸卯（１６０３） ５１ａ

ｑａｒ－ａ　ｂａｒｓ　ｊｉｌ黑虎年 壬寅（１６０２） ５１ｂ

ｕｌａγａｎ　ｑｏｎｉｎ　ｊｉｌ红羊年 丁未（１６０７） ５１ｂ

　　综合以上纪年记载，当时蒙古历法的纪年大概有四种情况：一是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如
兔年、猴年等；二是五行分阴阳，并与十二生肖搭配，但阴阳经常省略，如铁公马年、水兔年等；
三是天干与十二生肖搭配，如戊虎年；四是五色分阴阳，并与十二生肖搭配，但阴阳常省略，如
母白羊年，白羊年等。其中，第四种用得特别频繁，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纪年。这个新纪年是对
藏历纪年的五行分阴阳并与十二生肖搭的做法进行改革的结果，即把五行改为五个颜色，等于
用五色记中原历法的十个天干，一色代表两个天干，比如黑龙年（壬辰，１５９２年）、黑蛇年（癸
巳，１５９３年），青马年（甲午，１５３４）、青羊年（乙未，１６３５）等。后来，表示五色的蒙古语词才逐渐
分离为分阴阳二性的词，以表示颜色的形容词原形代表阳性，该形容词加后缀－γ̌ｃｉｎ（－ｇ̌ｃｉｎ）表
示阴性，于是出现了诸如ｋｋｅ和ｋｋｅｇ̌ｃｉｎ表述，记载十个天干。此处的ｋｋｅ，意为青色，表示
阳性，记天干的“甲”，ｋｋｅｇ̌ｃｉｎ，是ｋｋｅ中派生出来的，记天干的“乙”，表示阴性。因此，这两
个词相当于甲乙，而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表示“青色”和“浅青色”。
以五色记天干的做法始于十七世纪初，①再早也早不过十六世纪末，这说明，蒙古纪年也

受到了五色影响，可见在当时蒙古五色多么流行，影响多么大。
以上种种说明，“五色四藩”概念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它的出现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

蒙古有关。五色来源于五方佛的颜色，四藩则指主供佛周围的四佛。青色蒙古的说法起源于
蒙古对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五色四藩”说的形成年代再次证明，《白史》并非成书
于忽必烈时期，而是十六世纪后半叶。
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五色四藩”概念反向藏族文化回流，而

到了清末民初，蒙古的“五色”象征对“五族共和”产生了影响。因为篇幅关系，这些问题我们将
另撰文论述。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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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指出，在契丹有过五色纪年法。因为契丹文还没有最后被释读，所以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尚无定论。即便契
丹人已有五色纪年法，但该文化没有传入蒙古，有关蒙元时期的蒙古纪年法的相关资料可资证明。






